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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路径研究 

——基于浙江省 52 个县市的 fsQCA 分析 

向熠 祁亚杰 肖智辉 刘蕊菲 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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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摘 要】：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对农民返乡创业具有重要支持作用，其形成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浙江省

52个县市为样本，采用 fsQCA 方法分析各要素的联结对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的影响，将系统形成的 5个前因条件

构入统一分析框架内。结果表明：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路径有两条，即技术—前景—政策支持驱动型、政策—技

术—金融支持驱动型，其中技术与政策为共同核心条件。同时，明确 3条返乡创业生态系统非形成路径，分别是技

术匮乏—基础设施缺位抑制型、政策限制—基础设施匮乏抑制型、基础设施缺位—政策限制—金融约束—技术匮乏

抑制型。研究结论为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与高质量运行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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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明确强调支持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

乡创业，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广袤乡镇百业兴旺，进而促就业、增收入，打开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村

建设协同发展的新局面。国家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信息显示，2020 年全国返乡创业就业人数达到1010 万人，创历年新高，形成了

以大学生、农民工、退伍军人和妇女为主的 4类创业主体队伍，其中创业类型 85%以上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民群体往往具

有强烈的创业愿望与创业经验，区域的创业环境对农民创业行为影响极大[1]。返乡创业就业规模逐年增大，促进人才返乡创业是

实现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在乡村振兴的各环节、各领域具有重大影响，且返乡创业行为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与人口流动是推动

城镇化的重要力量
[2]
。2019 年全球创业观察（GEM）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创业活跃度略有上升，但各要素之间对创业的活跃度

影响差异依然非常显著，部分城市的创业密度远低于发达城市[3]。2020 年 1月，国家四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返乡入

乡创业工作的意见》，指出要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以创新带动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不同的内外部环境，包括政策支持、智力支持、资金配套、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是导致不同城市间

创业活跃度具有显著差异的原因，但众多内外部因素中必然包含着小部分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相互联结构成风格迥异的返乡创业

生态系统。浙江省各县市的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程度是否有显著差异？各要素对不同地区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具有怎样

的影响？如何高效使用部分要素促进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上述问题，国内目前较少有针对性的研究。基于此，本文通过分

析浙江省 52个县市返乡创业数据，尝试探讨并回答上述问题。 

1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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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创业生态系统内涵 

生态系统是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生物体及其环境共同构成，具有一定结构，通过五流（物种、物质、能量、信息、价

值）路径形成的短期稳态而长期变化的系统[4]。生态系统概念对要素与要素间、要素与系统间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度，被引入不同

的学科研究领域，实现了社会生态系统、教育生态系统等丰富成果[5]。创业生态系统是生态系统研究的细分领域，国外学者的研

究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兴起的组织生态学理论。Spilling提出了创业生态系统的概念（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研究了企业家以参与者角色和环境的交互影响在1994 年挪威冬奥会项目运作效果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勾勒出企业家、环境、

资源为基础的创业生态系统雏形[6]。商业活动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创业效果受创业环境及其相关主体互动作用的影响，自此创业

生态系统逐渐受到学术界与政界的关注[7]。创业生态系统理论的发展与创业生态圈、商业生态圈的研究息息相关，生态圈指特定

区域内的有机体及其生存环境构成共同体，形成相互协调的系统。如，Aldrich从组织学习的角度论述了创业主体所处环境中多

种因素会同时对企业的创业绩效产生影响[8];Moore将生态圈概念与技术创新相结合，提出创新生态圈的概念：由共享的技术、经

验、知识的企业和组织为载体构成的耦合体系。创业生态圈观念的提出打破了传统以资源或渠道为中心的企业资源论[9]，在接续

的研究中，生态圈观念不断融入商业的各个环节。如，Li、Garnsey 将生态圈观念用于商业环境与组织模式分析，提出了商业生

态圈的概念：由相互关联的利益主体构成的特殊经济社区，其本质是联结的商业有机体[10];Stam 指出，商业生态圈和创业生态系

统尽管都强调创业主体与环境进行互动，但创业生态系统强调的是创业主体，创业家和企业是创业生态圈的核心，创业生态系统

不仅关注创业活动的结果，还更加关注创业者和创业企业同环境的整体互动性[11];Dunn 以麻省理工学院数十个项目为基础，构建

了以学生为企业家与外部企业和政策协同内部榜样双向交流的创业生态系统[12];Franco 利用西班牙 4319 家公司，通过横向混合

分析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在 911家创业公司中，创业公司所在地具有完善的创业生态系统将显著降低企业初创的障碍，同时发现

金融支持与贷款对保存初创企业活跃度具有显著的优先级[13];Carriles、Lopez 通过分析创业生态系统对企业家角色的影响，发

现与商业企业家相比，创业生态系统以不同创业金融支持和制度环境的方式决定了社会企业家的动机，且国家和城市的发展程

度对创业生态系统是否对创业者角色产生影响具有重要的前提作用，发达程度越高的国家或城市，创业生态系统起作用的机会

就越大[14];Roundy 认为创业生态系统就是企业和提供企业发展条件的环境[15]。由于创业生态系统具有复杂的科学性特征，学术界

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内涵暂未完全统一[16]。总体而言，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包含 4个方面：市场、金融、人力、政策。其中，市场

要素主要是指创业主体所在地的综合消费能力，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使得市场规模受到学者们的重点关注[17]；

金融支持为创业主体降低行业准入资金门槛，提供额外进入机会，缓解创业者资金约束与融资压力，并具有政策信息的传递作用
[18]。人力资源方面不仅包含有创业者自身的人力资本，还包含了创业外部环境中的科学、技术等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的非物质条

件[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双向并行的市场机制中，政策对创业生态系统的影响显著，主要表现在推出针对性行政措施，

以支持或抑制的法规力量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调整[20]。 

1.2 返乡创业 

经济转型过程中，创业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方式[21]。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

体，农民工返乡创业也是中国特殊情境[22]。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内，农民务工群体之间产生了代际交替。全国各地平均工资不均

衡：经济发达城市和地区资源禀赋丰富，平均劳动力工资高，就业岗位和机会多，但房价高到无法依靠平均劳动工资进行购买；

家乡地区的中小城市或乡村尽管物价水平低、房价较低，但城镇就业机会与岗位较少、工资水平低，无法满足家庭发展的需要。

无论是城市或农村，农民工家庭想要获得长足的发展，必然需要有途径获得超过当地平均务工劳动工资的收入，而途径之一就是

风险高且收入也较高的创业，返乡创业正蕴含在其中[23]。学术界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主要有 3 个方面：(1)返乡创业模式。

吕惠明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民返乡创业项目多为三次产业结合，以农业为依托，结合互联网打造新的商业模式，如农旅结合模

式、“农业+电商”模式[24]。檀学文、胡拥军、伍振军等研究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多为家庭农场、电子商务和加工业，提出建

设返乡创业差别用地政策与激励性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议[25]；刘志阳、李斌通过对全国 1000多个行政村的调查发现，返乡创业者

的地位相对较高，但所创企业多为小微企业，绝大多数员工数量低于 10人，且集中于第一产业，资金支持和核心竞争力的缺乏

导致大多数返乡创业者遇到事业瓶颈[26]；毛一敬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新一代返乡创业农民工具有独特的文化，返乡创业成为重要

选择，而创业失败的退路则是进城，青年返乡创业形成两种类型，分别是家庭本位驱动下的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和自我实现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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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兴趣导向型返乡创业。生活导向型返乡创业者聚焦于自己成长的具体村庄，将家庭生活融合在创业过程中，以期实现家庭生

产生活一体化，但该种创业模式受到宅基地、土地和社会关系等资源的影响较大；在兴趣导向型返乡创业模式中，乡村仅作为创

业载体，是否在村庄生活和生活体验对返乡青年影响不大，价值多来自于创业本身的过程，交通的便捷性、市场潜力、兴趣推动

了该类返乡青年的创业行为[27]。(2)返乡创业意愿。彭文慧发现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对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通常非常显著，社会资

本有利于减少职业搜寻成本，增加就业渠道多样化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28]；魏凤、闫燕通过计量分析认为，返乡创业环境对返乡

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9]，政策支持、自有资金和金融支持越丰富，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越强烈；周宇飞、兰勇和贺明

辉发现，农村地区创业培训的宣传力度、技术培训的强度和农技站的普及程度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影响显著[30]；张亮、李亚军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其衡量外部受机会和成本后的理性抉择，分割的城乡制度造成生活成本的区别、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是

决定农民工是否返乡创业的重要条件，同时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使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农村转移，且故土情结和廉价的劳

动力促使农村创业环境改善将会增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
[31]
。(3)返乡创业后企业发展。淦未宇、徐细雄对返乡创业企业员工

离职与组织职能关系进行研究，发现组织对员工发展的支持感直接影响了员工的稳定性，进而对返乡创业企业发展产生影响
[32];Shane 指出，农民在城市务工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利于积累所从事行业技能，拓展社会关系网络，信息的丰富有利于识别

创业机会[33]；周广肃、谭华清、李力行认为，返乡创业者通常具有相比于当地务农者更高的收入，为其创业提供了自有资金的支

持，但对两者创业资金支持的敏感性还未有学者进行研究[34]；毋靖雨将大学生返乡创业能力界定为返乡创业大学生创造良好绩

效的各种能力，通过三阶因子分析构建出特质匹配、情景适应、持续发展的大学生返乡创业能力的测评结构方程模型
[35]
；朱红

根、江慧珍和康兰媛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社会资本、企业家能力、服务环境、政策支持和经营资源有促进作用，但经营

资源和政策支持的直接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服务环境的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融资环境对返乡创业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36]；王轶对

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县和返乡企业密集地区发放 6000 份调查问卷后发现，返乡创业企业使用“互联网+”的占比越高，企业的销

售收入越高，构建出技术发展、国家政策、基础建设为外部条件，创业精神、人力资源、跨区协调为内部条件的互联网助推返乡

企业发展机制[37]。 

1.3 返乡创业生态系统 

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将生态学的生态系统概念融入我国“城归”的特殊情境。盛春辉认为，返乡创业生态系统通常是指以农

民工和其他创业群体为主体，及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创业生态环境构成的动态网络系统。该系统包含两部分：一是硬件部

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二是软件部分，制度与文化环境，如土地制度、金融制度等[38]。不同区域的返乡创业生态系统伴随着

我国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逐渐形成，各地区不同的金融、教育、政府力量使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具有各自特征，各要素

间相互作用的力量产生了复杂的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路径。伴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深入实施，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

返乡创业生态系统。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通常包括 3个方面：(1)构成要素。张德彭、崔铭香认为，返乡创业生态系统是农

民工受到输入地和输出地推拉作用后结合自身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等要素下做出的利于个人发展的考虑，通过对 4种创业模型

的比较（TIMMONS 模型、CART-NER 模型、WICKHAM模型、SAHLMAN 模型），认为 WICKHAM 模型最符合农民返乡创业系统，并构建出

以创业者、创业机会、创业组织和创业资源 4要素为核心的农民返乡创业 WICKHAM 系统模型[39]；赵贞、李华晶以创业主体对创业

要素的主动追求为核心构建了具有资源要素汇集机制、价值交换机制和平衡调节反馈机制的返乡创业环境、主体、要素三维度模

型，认为制度通过加强领导、出台政策等措施对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但所做的案例研究未对该调查的

26 个县市进行实证研究[40]；张新芝、欧阳仉孙和王玉帅通过对江西返乡创业农民的调查，利用系统基模发现受教育程度、城市

就业压力和生活成本、家乡发展环境的改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都会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系统基模通常用在管理科学的定性分

析上，以动力学与系统思维相结合，已经初步具有组态雏形[41]；郭志仪、金沙认为，部分政府官员觉得农民工返乡仅仅是返回乡

村居住，没有认识到第二代农民工返乡后大多前往城市居住并进行就业和创业，故没有制定出合理的包括法制教育、技能培训等

系统支持，同时通过调查发现返乡创业是个系统工程，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需要银行、政府、市场等众多主体的协同配合
[42]。(2)运行机制。杨秀丽以创业活动与创业生态双向高低组合构成的创新创业逻辑矩阵，结合乡村振兴逻辑构建出创业精神体

系、培训体系、资本体系与乡村振兴战略为一体的“Ⅲ+R”农民工返乡创新创业生态系统，“Ⅲ+R”系统以农民工为主体，以创

业精神、教育培训与资本为基础的协调机制，但该系统的构建重点关注在整体层面，暂未应用于现实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生态系统

在不同区域的差异化情境
[43]
；王彩彩、徐虹认为，乡村创业生态系统包括以创业者、投资企业为代表的供给方与过夜游客、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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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游客为主构成的需求方在乡土文化和基础设施构成的环境系统中相互调节与驱动中得以匹配[44]；李艳华认为，返乡农民工主

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创业，受到自身资金和风险识别能力的约束，政府部门应当建设技术和金融扶持的动态运行机制，为返乡

农民工提供创业的资金，支持其提高抗风险能力
[45]
；孙开庆、白林认为，返乡创业生态系统通过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共生机制

使返乡创业主体与创业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从而实现技术和资源的流动，推动区域创业环境的演化和发展[46]；王玉帅、吴超根

据创业过程的 3个阶段提出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协同机制，该机制由 5个系统构成，即返乡创业教育培训体系、政策法规体系、

技能服务体系、金融保险体系、文化子体系[47]。(3)绩效研究。许尧、刘雨婷、叶俊杰等以舒适物理论为基础，构建了返乡创业

生态系统对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度评价指标体系，认为浙江省各地级市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吸引力差异巨大[48]；张敏认为，农村区域

创业中应重视农民市场化创业改革，形成以观光农业、休闲农业为载体的创业生态系统[49]；金语、张国庆结合 GEM的创业环境结

构与返乡创业生态系统主体在相关文献出现的密度，通过 R型聚类分析构建了以创业企业为主体，联结基础设施、文化氛围、政

府部门、金融机构、经济环境等 7个部分 23个指标协调发展的返乡创业体系
[50]
；邬爱其、刘一蕙、宋迪认为，农民创业行为内

嵌与其创业所在区域的创业系统，其内涵即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区域创业生态系统显著影响农民创业绩效，

创业生态系统整体质量越高，农民创业绩效越好[51]。 

1.4 综合述评 

综上，众多学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进行了细致研究，但大多关注某一特定要素对创业绩效或者创业行为的影响，较少有

学者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对返乡创业进行整体性研究，尚未有学者对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路径的深度分析。首先，单一因素的净

效应研究无法揭示外部环境的联合作用对农民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的作用；其次，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地域差异，现有研究无

法深入揭示农民工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旨在利用 fsQCA 方法发现多种返乡创业生态系统

的形成路径，以及各系统之间的形成路径是否具有差异，是否存在必要条件和关键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促进系统形成及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来研究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主要

原因有：(1)fsQCA 是一种集合分析方法，该方法根植于组态思维和系统性，集定性（案例导向）和定量（变量导向）为一体，

以布尔运算和集合论为基础，利用多种前因条件的组合来解释因果的复杂现象[52]。考虑到返乡创业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超级

系统，其形成是诸多要素组合产生的结果，采用该方法能发掘诸要素联合对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的非线性关系。(2)本文旨在

研究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路径，采用该方法在原理上契合路径研究，能够有效发现条件组合差异构成不同的返乡创业生态系

统路径。(3)该方法具有非对称的特点，不仅可以识别出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的路径，也能够识别出返乡创业生态系统无法形

成的原因[53]。QCA 方法的使用分为 3 种形式：清晰集（csQCA）、多值集（mvQCA）和模糊集（fsQCA），结合本文的研究对象，选

择适用范围更广泛、解释力更强的模糊集 fsQCA。通过覆盖率（Coverage）和一致性（Consistency）两个指标，衡量前因变量

及其组合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表达式如下： 

 

式中，Ai表示第 i个案例城市返乡创业因素对于前因组合的隶属度；Bi表示第 i个案例城市返乡创业因素对结果变量的隶

属度。通常，Consistency（一致性）>0.8，认为前因变量可作为结果的充分条件；Consistency>0.9 时，可认为解释变量是被

解释结果的必要条件
[54]
。Coverage（覆盖度）是指选定的组态对于结果的解释程度，由于各指标单位不一致且数值差距巨大，在



 

 5 

进行 fsQCA 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赋予权重，标准化方法通常有 min-max 标准化、Z-score、log 转换等。各条

件变量的极值都为确定值，适用于 min-max数据标准化。min-max 标准化即离差标准化，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化使结果处于[0，

1]之间，转换函数为： 

 

由于各条件变量对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均具有推动作用，参考《浙江乡镇统计年鉴》的指标进行无量纲处理，将公式

（3）整理如下： 

 

式中，yi为某条件变量的标准分数；xi为某条件变量的原始指标数值；j为目标条件变量中的具体县域；n为所有县域数的

总和。在数据标准化的基础上，对各二级指标进行权重的赋予，由于 fsQCA的计算以各前因变量的充分性与必要性为基础进行，

因此各前因变量内部的计算相互独立，可选择不同的权重赋值方法，如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AHP和熵值法等。本文优先选择

熵值法对各二级指标进行权重的计算与赋予。熵值法是根据数据间的差异性进行计算，从而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信息越全，熵值

越准确。熵值法完全依靠数据的实际情况获得权重，具有客观性。在熵值法无法准确确定权重的前提下，再选 AHP法结合专家打

分法对二级指标进行权重赋予。熵值法的应用步骤如下： 

(1)计算第 i个二级指标下第 j个指标的比重。 

 

(2)计算指标熵值。 

 

(3)计算指标间的差异系数。 

 

(4)计算第 j项指标的权重。 



 

 6 

 

(5)计算一级指标指数。 

 

3 变量与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样本覆盖浙江省所有县域，包括建德市、桐庐县、淳安县、余姚市、慈溪市、象山县、宁海县、瑞安市、乐清市、

永嘉县、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德清县、长兴县、安吉县、平湖市、桐乡市、海宁市、

嘉善县、海盐县、兰溪市、东阳市、永康市、义乌市、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江山市、常山县、开化县、龙游县、临海市、

温岭市、玉环市、三门县、天台县、仙居县、龙泉市、青田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县、云和县、庆元县、景宁畲族自治县、

岱山县、嵊泗县 52 个县市。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统计年鉴数据均来自 2020 年度，门户数据收集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1 结果变量 

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程度参考学者杜运周以独角兽企业数加当地中小板上市企业数之和与常住人口之比衡量城市营商生

态环境，同时借鉴周小虎在《中国创业竞争力发展报告中》以城市每百万人口中的创业企业数量衡量城市创业系统的质量[55]，本

文选取浙江省县及县级市农业骨干龙头企业数量与每十万常住人口的比值作为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程度指标。将比值中最大

值赋值为 1，其他比值与该最大值进行比较产生[0，1]的连续值来反映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程度，数值越趋近1，说明该地区

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程度越高。 

3.2 前因变量 

创业政策的支持往往对区域创业系统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56]。借鉴王蓉娟与吴建祖[57]，向海凌、郭东琪和吴非[58]的研

究，以地区返乡创业支持政策数表示政策因素的变量，其中每一份地级市政策赋值 2分，每一份县和县级市政策赋值 1分。技术

对创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具有强力的驱动作用，借鉴边伟军、刘文光[59]和 Raj[60]的研究，以农业科技企业数量与农业科技研发中心

数量作为区域技术因素的代理变量。以往研究中多以公路密度作为基础设施的代表变量[61]，而本文参考David、Audretsch Diana

等[62]的研究，以人均医疗床位、在校学生人均教育费、公路密度、乡村振兴优秀单位、人均移动电话数 5项指标进行加权处理得

到的综合指标来表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结合熵值法与专家打分法，本文中人均医疗床位的权重设置为 0.2，在校学生人均教

育费权重设置为 0.3，公路密度权重设置为 0.2，乡村振兴优秀单位权重设置为 0.3。部分学者在研究地区发展潜力中采用人口

规模或零售商品额表示市场发展潜力，但在返乡创业的研究中，由于各区域产业结构和城市化程度不同，总人口数无法较好地反

应市场的规模和收支的差异，因此本文借鉴张军、徐力恒、刘芳[63]等学者的研究，以 GDP 实际增长率作为发展潜力的代理变量，

同时参考
[64]

Michael 等大多数学者以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来衡量金融资本的方式，具体用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比对金融资

本进行测量。 

3.3 变量校准 

fsQCA 与传统回归研究的区别是对原始变量进行再校准，使其转化为符合某一集合的隶属关系
[65]
。fsQCA 设置 3 个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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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始数据转化为完全隶属、中间点和完全不隶属。本文参考以往的研究[66,67]，为避免主观性，以各个条件变量在 25%、50%、75%

上的取值作为校准参数。 

4 实证分析 

4.1 真值表构建 

以 fsQCA3.0 再校准后数据为基础，输出真值表，真值表作为最终用于分析路径的基本单元。理论上，n 个前因变量的选取

会产生 2n 个结果，本文选取 5 个前因变量，理论上会产生 32 种不同路径组合。由于部分路径的覆盖度过低或解释力度过低，

在真值表输出后通过设置一致率门槛值和案例频数门槛值0.8，案例门槛值设定为 1筛选出具有解释力的条件组合
[68]
，输出真值

表。 

4.2 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 

若某因素总存在于结果中，该因素即为结果的必要性条件。一致性水平通常作为检验必要性条件的工具，用以反映结果相同

的案例归属于同一组态的程度。借鉴 Stefan、[69]Chaim的研究，本文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9，使用 fsQCA 分别对返乡创业生态

系统高形成度和非高形成度进行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两种情况下 5个条件变量一致性均小于 0.9，说明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

形成并非由某一个前因条件单独所致，而是多种条件变量相互依赖存在多重并发因果关系，需要对各条件变量的组合进行分析。 

4.3 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 

通过不同条件的组合揭示出结果产生的路径，在本文中即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的形成路径分析。通过 fsQCA3.0 软件运算

得到 3 种形态的解：复杂解、中间解和简约解。借鉴 Fiss[70]的研究，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8,PRI 阈值设定 0.7，频数设定为

1。本文主要汇报中间解和简约解。如果一个前因条件同时在简约解和中间解出现，则为核心条件；如果前因条件仅在中间解出

现，则为边缘条件[71]。存在 2条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驱动路径（组态 H1-H2）。 

对结果进行横向分析发现，在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的组态路径 H1 和 H2 中，技术支持在两条路径中均为核心条件，即技

术支持在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路径中发挥核心作用，但两个组态的边缘条件有所不同。组态 H1中，技术支持与发展潜力共同

发挥核心作用，政策支持起到辅助作用，金融支持的缺乏并未影响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组态 H2中，政策支持、技术支持

和金融支持共同发挥核心作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发挥辅助作用。根据组态结果，结合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逻辑，本文发现

两条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驱动路径：技术—前景—政策支持驱动型、政策—技术—金融支持驱动型。 

技术—前景—政策支持驱动型：由组态H1发现，技术—前景—政策支持驱动型是指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主要受强劲的技

术支持、良好的发展预期和优质的政策驱动，即使基础设施或者公共服务稍有欠缺，如当地暂未开通高铁或客运线路较少等。返

乡创业地区拥有的雄厚科技实力对农民返乡创业全过程将具有保驾护航的作用，直接影响了创业的成功率[72]。较好的市场发展

前景不仅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精神动力，还能够承载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使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具有不断扩展完善的空间[73]。

在已有技术和市场前景为支撑的条件下，辅之以配套的政策支持，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法律和行政上提供帮助，丰富的创业

政策和透明的创业法律使创业系统中各要素产生联动效用，发挥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效应，共同保证农民返乡创业企业的

建立并顺利度过发展初期[74,75]。该形成路径下，典型案例是景宁县、云和县、松阳县和文成县。如，景宁县依托“景宁 600”产

销服务平台，在物流技术的支撑下，“飞柜”经济腾飞。景宁县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的作用，打造系列品牌 105款，对接台州与

宁波市场，发展前景与速度可观，同时启动了全国唯一的民族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国家级试点改革，“最多跑一次”、“全域一证

通办”，一般企业投资项目、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分别实现“最多 80天”、“最多 90天”，实现了浙政钉系统（OA）全覆盖，农

业标准化的覆盖度达到 67.92%。尽管金融支持暂时短缺，但对景宁县返乡创业产业化生产影响较小。云和县致力于打造木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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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国际化和全域旅游双平台，为使县域技术支撑发挥最大作用，该县大力投入科技研发，经费增长达到 63.6%，培育出省企业研

究院 1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1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家，以科技的发展倒逼当地木玩产业的国际化发展。云和县依托于木

玩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和“山海协作”模式与上海普陀区联动，实现使县内 51个经济薄弱村完成“消薄”任务，实现由帮扶发

展向自我发展的转变；同时政府成立全民创业帮扶小组，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针对性帮扶通道。在技术和政策协同下，云和县

实现经济增长 13.5%，人均 GDP 达到 10448 美元，与全国同步突破 1万美元大关。木玩产业与全域旅游品牌的双平台建立扩展了

云和县返乡创业市场前景，实现了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广阔的市场前景与强力技术支持配套完善的辅助政策构成了返乡创业

生态系统的形成路径。 

政策—技术—金融支持驱动型：由组态H2发现，政策—技术—金融支持驱动型是指返乡创业生态系统主要受完善的返乡创

业政策支持和扎实的技术，再辅以可获得的金融支持驱动。该路径与 H1的区别在于政策在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时发挥了主要

作用。政策天然具有激发创业活力的作用，促进产业升级转变[76]，政策作用的发挥会激发金融机构的热情，以村镇为主的金融机

构将会放宽准入，为返乡创业者提供金融支持[77]，较小的市场规模使政策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强化，加大政策扶持，协调创意产业

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分歧，使政策在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中发挥引导作用[78]，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辅助作用对返乡创业区域

内产业结构升级转变提供条件，发挥辅助作用。该形成路径下，典型案例是桐庐县、德清县和建德市。分析发现，该路径下产业

集群程度高，各自具有围绕主导产业的高强度集群产业。如，桐庐县围绕电子商务产业，制定“12065”战略，充分发挥快递产

业的特色优势，“一日办结”、“无证明县”政策的实施降低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时间成本，两轮“春风”系列政策的出台，对

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法律的基础，同时金融支持企业低息贷款，建设“531X”信用体系。德清县围绕技术产业，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农民返乡创业，打通农村“断头路”20.5km，建成县镇村三级农村快递物流配送体系，使返乡创业农民商品流

通条件得以改善；同时，政府推出组团式服务增强政策的协调效果，免费核发《就业创业证》，使返乡创业农民可依法享受税收

减免政策，制定了定向减税，降低返乡农民创业企业缴税压力，构成以政策—金融—技术为主要驱动力，基础设施为辅助形成返

乡创业生态系统。 

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对返乡创业生态系统高形成度前因组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将 PRI一致性提高至[79]0.75，分析结

果与图 7无异，并未发生任何改变，说明该 fsQCA分析结果稳健。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结论 

本文以浙江省 52个县市为样本，运用fsQCA方法探讨了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市场前景、金融支持

5个前因条件以何种方式联结构成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路径，主要结论如下：(1)政策支持、技术支持、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市场前景、金融支持均不单独构成返乡创业生态系统高形成度的必要条件，说明返乡创业生态系统是由多个要素联结构成。(2)

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路径共有两条：一是以扎实的技术储备、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宽松的政策支持构成的技术—前景—政策驱

动型；二是以强劲的政策、雄厚的技术和配套的金融构成的政策—技术—金融驱动型。在形成路径中，金融支持所发挥的核心作

用表现为非对称性，即以技术和前景为驱动的路径中，金融支持是否存在并不产生影响，但以政策和技术为驱动路径时，金融支

持发挥核心作用。同时，政策的核心作用非对称性表现为，政策在不同路径中都发挥驱动作用，但驱动力的大小具有差异。(3)

返乡创业生态系统非形成路径有 3 条：一是技术支持严重匮乏和基础设施缺位引致的技术匮乏—基础设施缺位抑制型；二是仅

存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但政策不适配、金融约束、市场渺茫的基础设施缺位—政策限制—金融约束—技术匮乏抑制型；三是

具有技术实力和金融支持，但政策限制—基础设施匮乏抑制型。由此发现，所有前因条件在不同返乡创业区域的相互结合都会产

生双向作用，其中政策和技术对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驱动力较大。 

5.2 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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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但资源约束往往存在于各个方面，如何做到高效利用相关资源推动返

乡创业生态系统的形成需要政府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甄别出各地适配的条件。本文发现，两条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路径不

同，但政策与技术始终发挥推动作用，应进一步提高政策在返乡入乡创业实践中有效性。科学技术的开发应与当地主导产业相衔

接，如德清县充分依托当地制造业主导地位，持续投入技术研发，依靠产业链的不断延长，促进返乡创业系统的实现。多种因素

尽管可以组合实现“殊途同归”，但部分地区单一因素的缺乏或条件组合不合理造成资源浪费，应结合实际探索出符合当地情

况返乡创业模式，集中力量围绕关键优势资源发展。尽管单一因素的存在不能直接使返乡创业生态系统形成，但单一因素的缺失

却能使返乡创业生态系统无法形成，因此政府应更加注重全方位协调支持农民返乡创业，避免因某一方面的不足造成“木桶效

应”。 

5.3 展望 

本文存在以下不足：首先，返乡创业研究的数据较少且不够全面，受限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以浙江省 52 个县市为样本，

应用广泛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约束。其次，与其他学者相同，使用 fsQCA 方法面临着如何深化质性分析的挑战，未来应更加全面

收集返乡创业的数据引用于组态分析，加深复杂协调性研究。再次，本文返乡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只获得了静态的数据，未来应

考虑使用多期面板数据，结合 TQCA 或 NCA进行动态时序的变化分析，以进一步完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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